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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圣经》对艾青其人、其诗、其诗艺，其独特地感受世界和艺术地表现世界的思想

情感方式的形成，都有着深刻的、潜在的巨大影响。艾青与《圣经》基督教思想的精神契合

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l、苦难意识，2、牺牲精神，3、爱和怜悯。从艾青与《圣经》的精神

遇合、艾青诗歌的中心意象与《圣经》原型、艾青诗歌的内在结构与《圣经》启示以及艾青诗

歌的抒情方式与《圣经》语言等几个方面的论析，我们可以看出《圣经》对艾青的影响是既深

且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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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对艾青的影响是显见且深刻的。这样说，不仅是因为艾青引用《圣经》或《圣

经》故事的诗篇就有近十篇之多，它如在意象、典故、词语上引用或化用《圣经》的更是触目

皆是，不胜枚举；更是因为《圣经》对艾青其人、其诗、其诗艺，其独特地感受世界和艺术地表

现世界的思想情感方式的形成，都有着深刻的、潜在的巨大影响。而这一点却是向来为研究

者们所忽略了。本文即是从艾青与《圣经》的联系人手，通过考察艾青与《圣经》的精神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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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艾青诗歌的原型意象、内在结构、叙述方式等方面，探讨《圣经》在艾青整个思想发展历

程和诗歌创作中究竟占有什么位置，起过什么作用，有过何等重要的影响，以及艾青又是怎

样利用《圣经》这一思想、文化、文学资源，在自己的创作中打下深刻烙印的。

一、艾青与《圣经》的精神遇合

艾青作品中引用《圣经》或《圣经》故事有近十篇之多：“一个拿撒勒人的死”(1933)、

“病监”(1934)、“马槽”(1936)、“笑”(1937)、“火把”(1940)、“播种者一为鲁迅先生逝世四

周年纪念而作”(1940)、“给姊妹们”(1942)以及《诗人论》(1939)等。而散见于其它诗歌中

的有关意象、典故、词语等更是不胜枚举，如“十字架”、“人之子”、“马槽”、“弥撒”、“祈祷”、

“复活”、“新生”、“天国”、“天使”、“安息”、“伊甸园”、“荆棘的冠冕”等意象；耶稣殉难、圣

母诞子等典故；直接引用或化用《圣经》词语的，如“东方是怎样红起来的”中“有信心的人是

有福了”，“晨歌”中为“挟着希望的遨游者有福了”，“农夫”中写道：“你们活着开垦土地，耕

犁土地’／死了带着痛苦埋在土地里”，正是“生于泥土，归于泥土”之意等。许多诗歌的标题

也可看出圣经的影响：“播种者”、“新的伊甸集”、“没有弥撒”、“忏悔吧，周作人”。∞

众所周知，艾青诗歌创作的生涯与监狱生活是分不开的。“狱中诗”是艾青创作的第一

批成果。而“狱中诗”的写作又是与《圣经》的启迪分不开的。在狱中，当局允许阅读的书籍

便是《圣经》。当然，艾青接触《圣经》应当更早。在回忆巴黎生活的“古宅的拜访”一诗中，

他曾写道：“⋯⋯有个中世纪的巴黎／远离了喧嚣／蛰伏在《圣经》里的巴黎”。可见，早在巴

黎时艾青就已很熟悉《圣经》了。但是，在监狱里读《圣经》将会引起艾青更强烈的共鸣和精

神的契合则是不言而喻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艾青诗歌的一些最基本的特点从某种意

义上说是与监狱生活的冶炼、与《圣经》的滋养有关的。

监狱生活给艾青的直接馈赠首先就是基督教的“苦难意识”和“牺牲精神”。在狱中，艾

青直接以《圣经》为题材创作了“一个拿撤勒人的死”与“病监”两首诗。謦个拿撒勒人的
死”写耶稣在逾越节前夜因犹大的出卖而被彼拉多逮捕，受尽苦刑和凌辱，最终同两个强盗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故事。诗歌所抒发的核心情绪是耶稣得不到他为之献身的民众的理

解，甚至在受到严刑拷打后反遭民众的嘲笑。诗中耶稣因此带着为真理与正义献身的寂寞

的悲哀——种深沉的受难感。显然，艾青其时与耶稣怀有同感。试想，艾青在“一·二
八”的炮火声中风尘仆仆赶回国内，原是要参加爱国救亡运动，他一腔热血地投入反帝反封

建的爱国宣传，却遭到反动当局的迫害，他是怎样的悲愤呵!艾青后来回忆这首诗时说：

“当我写到‘要救人的／如今却不能救自己了⋯⋯’我流下眼泪哭了!”(周红兴240)又说：

“这首诗虽然取材于《圣经》，还是渗透了我自己的感受的”(周红兴240)。长时间的囚禁使

艾青染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几乎接近死神的门槛，“我肺结核的暖花房呀，／那里在1500的温

度上，／从紫丁香的肺叶’／我吐出了艳凄的红花。”在“病监”中，艾青写道：“人将说。‘我们都

是拥抱着／我们的痛苦的基督’／我们伸着两片红唇，／吮吸我们心中流出的脓血。”可见正是

对痛苦、疾病的体验使艾青与基督教的苦难意识有了共鸣，正是以救世为己任、自愿为大众

牺牲的耶稣使艾青摆脱了个人一己的悲哀，从拥抱自己的痛苦走向拥抱大众的痛苦。

由于不幸的童年和坎坷的身世，艾青能够深刻体会到基督教的苦难意识和牺牲精神。

在耶稣、圣母的受难与牺牲的描写中渗入了较深的个人体验。正是因为这种契合，艾青对于

耶稣、圣母的命运抱以痛感与同感。对于苦难美情有独钟。对于艾青，在后来的诗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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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基督受难的主题始终萦怀，挥之不去。例如“笑”：“我们岂不是都是／都在自己的年代

里／被钉上了十字架么?／而这十字架／决不比拿撒勒人所钉的／较少痛苦。”“敌人的T-／给

我们戴上荆棘的冠冕／从刺破了的惨白的前额／淋下的深红的血点⋯⋯”又如写于1936年

圣诞节的“马槽”中的圣母形象：被遗弃、被指责、被唾骂，在人们“斜视的眼光”和“冰冷的

笑”里生下了耶稣，“带着悲伤离开了马槽／雪花飘上了她的散发／无声彤她去了。”当然，
苦难意识在艾青的笔下与基督教的苦难意识是有区别的。基督教的苦难意识指的是人的

“原罪”，是“上帝的信仰”。中国文化中没有“原罪”的意识，有的是士大夫的忧患意识，拯

民于水火，解民之倒悬。受难是责任和义务的担当，是个体融人国族、集体的超越，而不是从

世俗到神性的超越。因而艾青诗歌中的苦难意识就有了一种化苦难为美的力量。艾青诗歌

的苦难美正是摒除了“原罪”意识，而以伟大事业的神圣感和正义性为鼓舞力量的美学升

华。因此“牺牲”也有了意义，从殉道精神而生出悲剧感，从献身精神而生出对于美好未来

的向往与坚信，乐观主义信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艾青说：“苦难比幸福更美。苦难的美

是由于在这阶级的社会里，人类为摆脱苦难而斗争”(《诗论》)。所以诗人在“一个拿撒勒

人的死”诗前小序中引用了《新约》的一段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

死了，就结出许多粒来”(《约翰福音》12：24)。

由基督教的苦难意识和牺牲精神，艾青被牵引着走向基督教的“爱”和“怜悯”，或者说，

正是对于劳动人民深切的爱，正是由于独特的身世，艾青与基督教的“爱”和“怜悯”产生了

强烈的共鸣。在狱中写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就是这种基督教人道主义的最好

注脚。在狱中，艾青由一己的苦难推而广之到普世的苦难，他首先想到的便是“大堰河——

我的保姆”。艾青经过长长的漂泊，在“一·-'／k”的炮火声中回到故乡，令他辛酸的是他的

乳母在他回来之前已经“含泪的去了”。他拜谒了大堰河“草盖的坟墓”，又孤独地踏上流浪

的道路。不久便因参与革命文艺活动而人狱。1933年初，一个下雪的日子，他从碗口大的

窗户看着雪，想起了保姆，他以不可遏制的诗情一气呵成了这首赞美诗。关于这首诗以及大

堰河的形象，人们谈得太多了。但是人们往往不愿把大堰河的形象与圣母玛丽亚的形象联

系在一起，或许觉得这样一来会贬损艾青的思想境界。但我认为这首诗之所以感人肺腑，正

是人们从大堰河的身上看到了圣母的光辉和普世的“爱”与“怜悯”。比较一下“被雪压着的

草盖的坟墓”的大堰河和“雪花飘上了她的散发”的圣母，就可看出两者之间的渊源。大堰

河卑微、贫贱，奴隶般的贡献自己的乳汁，贡献自己的血汗，但她总是“含着笑，洗着我们的

衣服，／她含着笑，提着菜篮到村边的结冰的池塘去，／她含着笑，切着冰屑悉索的萝卜，／她

含着笑，用手掏着猪吃的麦槽，／她含着笑，扇着炖肉的炉子的火，／她含着笑，背了团箕到

广场上去晒好那些大豆和小麦。”她爱我如爱她自己的儿子般的。大堰河以广阔无垠的

“爱”，以坚韧不拔的生命意志显示出其自身的人格魅力。圣母被遗弃、被指责、被唾骂，经

受着巨大的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诞生圣子，但众人却指着这不贞的少妇，“叱骂她就像马屎

一样污秽／没有人给她拿一只血盆／或是倒一桶温水／风从泥墙的破孔发出寒冷的嘲笑／她挣

扎挣扎挣扎／把头抵住了木栅”。尽管如此，圣母仍告诫圣子l“孩子呀／在伯利恒／我们将要

被逐的／我们去／流浪会把你养大／今天起／你记住自己是／马槽里／一个被弃的女子的儿子／

痛苦与迫害诞生了Ⅳ等你有能力了／须要用自己的眼泪／洗去众人的罪恶”(“马槽”)。这
种圣母普世的“爱”与“怜悯”，在“大堰河——我的保姆”中的表现是把赞美诗呈给圣母般

的大堰河：“呈给你黄土下紫色的灵魂，／⋯⋯呈给你的儿子们，我的兄弟们，／呈给大地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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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我的大堰河般的保姆和她们的儿子，／呈给爱我如爱她自己的儿子般的大堰河。”大

堰河的形象可以说是圣母形象的预演，与其说大堰河身上有圣母的影子，不如说圣母身上有

大堰河的投射。两者是水乳交融在一起，形象叠合在一起，而“我”则扮演了接受圣母教诲

的耶稣的角色。正如有人所说：“最能说明艾青心目中的诗人形象的，莫过于在他诗歌中多

次出现的耶稣。这个形象有时代表受难的中华民族，有时象征被叛卖的烈士或人类的救星，

但是更多的时候，似乎把他看作是与吹号者一样，只是对于诗人的一个暗喻，一个对于诗人

的太理想化了的注解”(曾小逸486)。“爱”和“怜悯”的基督教人道主义应合着已萌芽的阶

级意识。使艾青在这首诗中，在“生我的”父母和“养我的”乳母之间作出了鲜明的抉择。从

此，他高揭起反叛的旗帜，反叛他的地主家庭及其所属的阶级，反叛黑暗、腐朽的反动统治，

对于这不公道的世界发出愤怒的控诉和咒语。“写着给予这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语”，既是

“用自己的眼泪／洗去众人的罪恶”的实践，也表明艾青的人道主义既有基督教人道主义因

子，又是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相联系的。

此外，基督教的原罪意识对“艾青式忧郁”的形成也有着潜在的联系，或者说正是“原

罪”这一宗教情绪感染了艾青，使他的忧郁不同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忧郁。艾青一出生就

被父母认为是不祥物，命里克父母；而大堰河“把自己的女孩溺死，专来哺育我。我觉得自

己的生命，是从另外一个孩子那里抢夺来的，一直总是十分愧疚和痛苦。这使我很早就感染

了农民的忧郁，成了个人道主义者。”②独特的童年在艾青幼小的心灵深处烙下了人道主义

的印痕，一接触到基督教“原罪”意识便强化了他的忧郁感。艾青式忧郁的独特之处就在于

它渗透了基督教的“原罪”感。因此，诗歌中的殉道精神才显得如此突出。

综上所述，艾青与《圣经》基督教思想的精神契合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l、苦难意识。

苦难意识形成了他的苦难美学：其特点是既有基督教原罪意识的因素，又带有特定时代的阶

级苦、民族恨。2、牺牲精神。牺牲精神形成了他的殉道意识：既有献祭、仪式感、悲剧感，又

有为正义事业而献身的自觉性、自豪感和乐观主义。3、爱和怜悯。爱和怜悯形成了他的人

道主义思想：其特点是既不同于基督教的神性人道主义，又不简单等同于阶级意识的人道主

义，既有阶级性和民族性，又有国际性和普世性。同时，艰难困苦玉成的不仅是艾青的狱中

诗，在狱中与《圣经》的精神遇合还玉成了艾青独特地感受世界和艺术地表现世界的思想情

感方式：透过黑夜瞩望光明。

艾青独特地感受世界和艺术地表现世界的思想情感方式，在他以后的创作生活中，其波

纹不断扩大，对《圣经》资源的取用也越来越得心应手，不落痕迹。随着时代的发展，艾青的

思想和艺术逐渐臻于成熟，但《圣经》潜在的影响并没有削弱，而是以更内化的形式弥散在

作品中，烙印在他的诗歌艺术与美学中。

二、中心意象与《圣经》原型

艾青诗歌中直接袭用圣经中意象的有两类：正面意象——光、天国、天使、伊甸园、新生、

火、火把、复活、祈祷等；反面意象——十字架、审判、魔鬼、荒原、罪恶、地狱、妓女等。这些意

象散见于艾青的诗作中。但是，艾青诗歌中最常用的原型意象却是圣母和圣子。考察一下

圣母和耶稣基督原型在艾青诗中的变形，对理解其基本主题将会有所发现。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概括艾青诗歌的中心意象为：土地与太阳。

“土地”的意象里，凝聚着诗人对祖国——大地母亲最深沉的爱；爱国主义是艾青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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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永远唱不尽的主题。⋯⋯“土地”的意象里还凝聚着诗人对于生于斯、耕作于斯、死于斯

的劳动者最深沉的爱，对他们的命运的关注与探索(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556—557)。如

果我们把艾青的“土地”意象由萌生、滋长、怒放的过程标示出来的话，应该说，它萌芽于“大

堰河——我的保姆”，滋长于“北方”组诗，怒放于抗战爱国诗。在“大堰河——我的保姆”

里，艾青赋予了“大堰河”以某种象征的意义，简直可以把她看作永远与山河、村庄同在的人

民的化身。这是一个“沉默”的大地母亲、生命的养育者的形象；沉默中蕴含着宽厚、仁爱、

纯朴与坚忍。这样，在艾青的笔下，“大堰河”成了“大地”、“母亲(乳母)”、“农民”、“生命”

多重意象的组合。“大堰河”之所以有象征意义，是多藿意象的组合，是因为在她的底色里

隐隐有圣母的光影，“大堰河”与圣母叠印在一起。圣母如大地一样宽厚、仁爱、纯朴与坚

忍，圣母诞下圣子，养育生命。因此可以说，“土地”意象里也隐隐凝聚着对圣母的爱与膜

拜；国际主义、普世关怀也是艾青作品中歌咏的主题。

考察艾青笔下的圣母形象可以看到：首先她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一个忍屈受辱的形

象。其次是具有普世的救赎情怀，一个博爱无私的形象。第三是圣母的化身——大堰河，一

个忍辱负重、以德报怨、博爱无私、像土地一样沉默厚重的农妇形象。推而广之，引申为农

民一大地母亲一土地的象征性形象。可以说在“土地”意象里叠印着圣母的原型意象，或者

说叠印着与“大堰河”共生的圣母的原型意象。艾青“我爱这土地”中“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

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

的无比温柔的黎明⋯⋯”所“移”之“情”既是对抗战中多灾多难的国土的苦恋，也是对化身

为地母的圣母爱的深沉的表白。“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与“雪花飘上了她的散发”(“马

槽”)的圣母之间也不无渊源，试看“饥馑的大地／朝向阴暗的天／伸出乞援的／颤抖着的两

臂。”不正是我们在许多《哀悼基督》油画中常见的画面吗?“冬天的池沼”“阴郁得像一个

悲哀的老人——_／佝偻在阴暗的天幕下的老人”，也是圣母的写照吧。当然，“土地”意象里

不仅有“悲哀而旷达”、“辛苦而贫困”，还有抗战风云之色，有郁勃不平和“激怒”。圣母原

型只是为“土地”意象中拟人手法的运用涂抹了情绪底色。据此也可理解艾青抗战期间国

际题材的诗作，这“土地”也包括“欧罗巴”、“巴黎”、“莫斯科”和“土伦”⋯⋯这里的“土地”

与抗战中中国的土地一样，有“原野”、“池沼”、“河流”。欧罗巴“原野上狼藉着骸骨”(“欧

罗巴”)；塞纳河“无日夜的呜咽着”(“哀巴黎”)。艾青的国际主义、普世关怀一方面萌生于

巴黎参加“世界反帝大同盟”以来的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另一方面则与圣母普世的救赎情怀

息息相关。

“太阳”的意象表现了诗人灵魂的另一面：对于光明、理想、美好生活热烈的不息的追

求。⋯⋯诗人几十年如一日地热情讴歌着：太阳，光明，春天，黎明，生命与火焰。这正是艾

青的“永恒主题”。考察艾青的“太阳”意象，就可看出，在这“光明颂”里有着耶稣基督的光

环。艾青诗中的耶稣基督形象，最突出的是献身人格和爱的人格。在艾青诗歌中，这一伟大

人格常常转化为四个形象：一是受难者——“苦难神圣化”；二是殉道者——牺牲一己拯救

大众；三是救星(救世主)——爱的光芒，光明的主体；四是诗人自况——诗人、歌者，取耶稣

预言者、先知之意。艾青的“太阳”颂诗，热情讴歌着：太阳，光明，春天，黎明，生命与火焰。

在这类意象中时时可见耶稣慈惠的光辉。“太阳”：“于是我的心胸／被火焰之手撕开／陈腐

的灵魂／搁弃在河畔／我乃有对于人类再生之确信”。“春”：“年轻人的血液”与“人之子的

血液”汇流在一起。“人问：春从何处来?／我说：来自郊外的墓窟。”两诗均隐然借耶稣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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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生的寓意。“生命”诗中，“我伸出一只赤裸的臂／平放在壁上”的姿势就是耶稣钉在十字

架的姿势，要“⋯⋯用自己的悲惨的灰白／去衬映出／新生的跃动的鲜红。”即是牺牲一己拯

救大众之意。“复活的土地”中的“播种者”隐喻耶稣，“腐朽的日子／早已沉到河底，／让流水

冲洗得／快要不留痕迹了”；暗喻施洗、洗礼。在另一首不太被人注意的“太阳”中，对太阳的

话似乎是对耶稣基督的礼赞：“⋯⋯只要你能向我们说一句话／一句从未听见却又很熟识的

话／只是为了那句话我们才活着／只要你会说：凡看见我的都将会幸福／只要勤劳的汗有报

偿／，盲者有彤只要我们不再看见恶者的骄傲，正直人的血／只要你会以均等的光给一切的
生命／我们相信这话你一定会有一天要证实⋯⋯”这太阳的“一句话”与基督教教义何其相

似?艾青的光明礼赞不同于其他中国诗人同类作品的地方，便是他的太阳、光明、春天、黎

明、生命与火焰隐现着耶稣的原型，且带着他独特的透过黑夜瞩望光明的思想情感方式。

我们说，艾青的思想和艺术逐渐臻于成熟后，《圣经》潜在的影响并没有削弱，而是以更

内化的形式弥散在艾青的诗歌中，烙印在他的诗歌艺术、诗歌美学中，即是指他对《圣经》原

型的化用无痕有味地叠合在“土地”和“太阳”两大中心意象中。且看艾青“毛泽东”中的诗

句：“他生根于古老而庞大的中国，／把历史的重载驮在自己的身上；／他的脸常覆盖着忧

愁，／眼瞳里映着人民的苦难”。艾青笔下的毛泽东突出了“历史的重载”，“忧愁”和“苦难”

下意识地把毛泽东与悲天悯人的耶稣形象叠化起来，这种写法在中国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

当然，艾青并不是将领袖神圣化，他不是匍匐在基督脚下的教徒。他对耶稣的殉道也曾做了

某种否定。在《诗论·诗论掇拾(一)》中，他说：“不对人类命运发空洞的预言，不以先知者

的口吻说：‘你们都跟我来’，而是置身在探求出路的人类当中，共呼吸，共悲欢，共思虑，共

生死，那样才能使自己的歌成为发自人类的最真实的呼声。”诗人发现耶稣身上固然有夺目

的神性光辉，但这种光芒毕竟远离人群，遥不可及。诗人找到了我们这个民族与时代的真正

的神：人民。而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他以对人民的爱博得人民的信仰；／人民的领袖

不是一句空虚的颂词”(“毛泽东”)。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耶稣故事尤其是他的悲剧命运

引起了民族战争里的作家们的同情和精神同构，艾青的诗‘一个拿撒勒人的死’和‘马

槽——为一个拿撒勒人诞生而作’都是表现圣子耶稣的被卖、受审和钉十字架，圣母的被遗

弃，被指责，被唾骂⋯⋯圣子和圣母的命运，是抗战时期的民族象征，也有诗人自己的丰富体

验，诗人与耶稣基督有了高度的精神遇合”(王本朝45—46)。

宗教影响与其说是一种宗教教义的渗透或宗教观念的潜移默化，毋宁说是一种宗教情

绪的感染，一种普遍人性中宗教向度的唤醒，更毋宁说是宗教对文学的渗透而表现出的文学

无穷的心灵震撼力量。艾青对圣母和耶稣基督的文学阐释和认同主要凸显的是二者的受难

人格和牺牲精神。总的来看，圣母和耶稣基督原型对艾青诗歌宗教情绪的感染主要表现出

了文学无穷的心灵震撼力量，成就了艾青诗歌特有的庄严、幽深和神圣之美。

诚如谢冕所言：“作为本世纪中国和世界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创作

建立在中国社会乃至全人类宽厚的基础上，他的诗展示出恢宏的气势和博大的胸襟”(209

—210)。“他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创作建立在中国社会乃至全人类宽厚的基础上”，其萌芽正

在于与《圣经》的精神契合，对圣母、耶稣基督原型的化用。

三、内在结构与《圣经》启示

《圣经》对艾青其人、其诗、其诗艺，其独特地感受世界和艺术地表现世界的思想情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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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形成，都有着深刻的、潜在的巨大影响。不容忽视的是，《圣经》这一内在结构在艾青的

诗作中也得到了呼应。

“寻求”与“漫游”——在艾青早期诗歌里飘忽着一个浪游人的身影，“孤独地漂泊”，

“自在地流浪”。在“画者的行吟”、“我的季候”、“卖艺者”、“马赛”、“路”、“向太阳”、“火

把”等诗歌中可以听到诗人“寻求”与“漫游”的脚步。“画者的行吟”：“浪客”“终日无目的

的走着⋯⋯”“永远带着骚音”“在最古旧的石阶上／唱一支锵锵的歌，／这歌里／以溅血的震

颤祈祷着：／愿这片暗绿的大地／将是一切流浪者们的王国”。“我的季候”中“往不知名的地

方流浪去”的少年。“路”：“走过了路灯的／又是黑暗的路”的夜行者。他在“马赛”里写道：

“我的快乐和悲哀／都同样地感到单调而又孤独／像唯一的骆驼／在无限风飘的沙漠中／寂寞

地，寂寞地跨过⋯⋯”诗人在流浪的途中，孜孜“寻求”着，“从采色的欧罗巴／带回了一支芦

笛”，从此，他以“我的姿态”用芦笛自矜地吹着“我的歌”。

“受难”与“复活”——在“春”、“煤的对话”、“复活的土地”、“太阳”、“他死在第二次”

等诗歌中便同构着“受难”与“复活”的内结构。“春”由“血斑点点的夜间”，“经过了悠长的

冬日／经过了冰雪的季节／经过了无限困乏的期待／这些血迹，斑斑的血迹／在神话般的夜里／

在东方的深黑的夜里／爆开了无数的蓓蕾／点缀得江南处处是春了”。“煤的对话”问“你已

死在过深的怨愤里了么?”答：“死?不，不，我还活着——／请给我以火，给我以火”!“复活

的土地”：“我们的曾经死了的大地，／在明朗的天空下／已复活了!／苦难也已成为记忆，／在

它温热的胸膛里／重新旋流着的／将是战斗者的血液”。“太阳”：“从远古的墓茔／从黑暗的

年代／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太阳向我滚来⋯⋯”带来了人类之再生。艾青独特的透过黑

暗瞩望黎明的思想情感方式在这一组诗歌中找到了恰当的“情绪方程式”。

“忏悔”与“新生”——最能代表“忏悔”与“新生”这一结构模式的是“火把”。诗歌15

节引《新约·约翰福音》的话，“我还有好些事告诉你⋯⋯”16、17节直接用“忏悔”为标题。

“火把”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女知识青年唐尼的感人形象。写了她在火炬大游行之夜的“忏

悔”与“新生”。她是一个19岁的少女，有朦胧的爱国主义思想，但她漂浮、软弱，沉浸在个

人情爱的悲观中。长诗写她在“火把的洪流”里看见了个人的渺小，忏悔了自己的软弱：“假

如我还有眼泪／让我为了忏悔和羞耻／而流光它吧”，“假如我不能变好起彩我愿意你用鞭
子来打我／用石头来钉我!”民族革命战争的炼狱之火烧毁了她旧的生命，而从人民群众火

热的爱国热情中吸取了新的生命之火。诗人把参加“七·七”之夜桂林火炬大游行所深切

感受到的“一种东西，一种完全新的东西”通过外化的艺术形象呈现出来，也完成了自己的

“忏悔”与“新生”。

“布道”与“应和”——在“布道”与“应和”问题上，基督教给中国知识分子以精神力量。

它隐喻了这样一个意义：民族战争中的知识分子是民族的先知，它们应有基督教的精神和传

播方式传播现世和人生的福音。艾青写于延安的诗歌中便响彻着这一声部。“黎明的通

知”中“布道”的语言气势是那么庄严正肃：“我从东方来／从汹涌着波涛的海上来／我将带光

明给世界／又将带温暖给人类”，“黎明”嘱托诗人“借你正直人的嘴／请带去我的消息／通知

眼睛被渴望所灼痛的人类／和远方的沉浸在苦难里的城市和村庄”。“太阳的话”启人心扉：

“让你们的心像／J,／l,的木板房／打开它们的关闭了很久的窗子／让我把花束，把香气，把亮

光，／温暖和露水撒满你们心的空间”。“时代”则“应和”着：“我向它神往而又欢呼!”“我的

心追赶着它，激烈地跳动着／像那些奔赴婚礼的新郎”。“风的歌”“带着温暖和燕子、欢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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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彩唱着白云的柔美的歌／为金色的阳光所护送／向初醒的大地飞奔⋯⋯”“给太阳”在“经
历了寂寞漫长的冬季，／9天，我想到山巅上去，／解散我的衣服，赤裸着，／在你的光辉里沐浴

我的灵魂⋯⋯”

综上所述，艾青建国前的创作正是由“寻求”与“漫游”、“受难”与“复活”、“忏悔”与“新

生”和“布道”与“应和”的叙事结构展示了其思想进程，演绎了其独特地感受世界和艺术地

表现世界的思想情感。当然，这种与《圣经》文本的巧合只是建立在心理同构的基础上的不

自觉流露。

四、抒情方式与《圣经》语言

“文学的《圣经》得到中国作家的认同要比它的宗教教义容易、便捷得多⋯⋯”(王本朝

270)20世纪中国文学大量移植《圣经》的语言和意象，丰富了文学的表现能力和意义空间，

也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格和审美意识。

打开艾青诗集，对《圣经》语言和意象的引用不胜枚举。由此可见艾青对《圣经》的熟

悉。在频频使用这些语言意象时，《圣经》独特的话语方式也潜移默化地进入了艾青的话语

方式。例如《圣经》坦诚而直率的行文，自然而流畅、简洁而精炼的语言，与艾青的语言追求

是不谋而合的。艾青诗的语言来自丰富的社会生活和大自然的启示：坦诚、朴素、清新、凝

练，大巧若拙。艾青说：“深厚博大的思想，通过最浅显的语言表现出来，才是最理想的诗”

(《诗论》)。又如《圣经》语言追求象征和隐喻，而象征和隐喻也是艾青最擅长的艺术手法。

他说：“象征是事物的影射；是事物间相互的借喻，是真理的暗示和譬比”(《诗论》)。当然

这里有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的影响，但《圣经》资源不自觉的移植也是显见的。如“火把”中有

一段“雅歌”式的语言片段，第12节“一个声音在心里响”。写唐尼寻找情人的焦灼心情与

“雅歌”中同类描写何其相似乃尔。但是这些只是表层次的相似，最内在的是艾青诗歌的抒

情方式也与《圣经》多有暗合。《圣经》的语言意象始终与它特定的话语方式相连，它的语言

力量来自它独特的话语方式，如由祈祷、赞美、呼告而形成的书信、祈祷诗和赞美诗，由说教、

对话、演讲、书信、自传而形成的叙述方式和叙述结构。

艾青在与《圣经》的精神契合中，在对《圣经》语言意象的频繁使用中，也潜移默化地接

受了《圣经》独特的话语方式，进而内化、改造为自己独特的抒情方式。艾青诗作中有大量

的祈祷、赞美、呼告、对话、书信的话语方式，它们频繁出现在艾青诗作中，或一首诗中出现一

种话语，如“春”结尾的对话：“人问：春从何处来?／我说：来自郊外的墓窟”；或一首诗中出

现多种话语，如“大堰河——我的保姆”中有赞美、祈祷、哀歌、呼告和对话等话语交互使用。

同时，这些话语方式并不是偶然出现在艾青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艾青诗歌中有许多诗

作本身就可看作是颂歌体、哀歌体、祈祷体、呼告体的话语结构，且形成一个个话语结构系

列：颂歌体系列——“太阳”、“向太阳”、“他死在第二次”、“吹号者”、“播种者”、“毛泽东”、

“光的赞歌”等；哀歌体系列——“一个拿撒勒人的死”、“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手推车”、

“北方”、“乞丐”、“旷野”、“冬天的池沼”等；祈祷体系列——“黎明”、“复活的土地”、“太

阳”(1940)、“时代”、“给太阳”、“野火”；呼告体系列——“芦笛”、“巴黎”、“我爱这土地”、

“太阳的话”、“黎明的通知”、“风的歌”等；对话体——“煤的对话”；书信体——“献给乡村

的诗”。

《圣经》表达的是上帝中心的神性体验，在人与上帝之间通过不断的呼告、祈祷、赞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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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心灵的默契和精神的应和，表现在语言方式上就有了强烈的抒情性，有了祈祷体、赞美

体等抒情文体。当然，艾青在运用这类话语方式、话语结构和抒情文体时，所表达的不是

“神性体验”，而是一种基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崇高情感体验。在艾青诗作里，《圣经》语言

运思所具有的神秘性意义被淡化了，语言的现实性意义则被增强了。读者从中读到的颂歌、

赞美、祈祷、呼告都是献给人民与人民领袖、献给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都是抒发献身于伟大

时代的崇高情感。同时毋庸置疑，这类与《圣经》语言同构的话语方式、话语结构和抒情文

体，成就了艾青诗歌语言庄严、幽邃和神圣之美。

以上我们从艾青与《圣经》的精神遇合、艾青诗歌的中心意象与《圣经》原型、艾青诗歌

的内在结构与《圣经》启示以及艾青诗歌的抒情方式与《圣经》语言等几个方面透析了《圣

经》对艾青的影响。综上所述，《圣经》对艾青的影响是既深且广的。它潜移默化地影响了

艾青的思想情感方式，影响了艾青诗歌的中心意象、内在结构、话语方式与抒情方式。从这

个意义上说，艾青诗歌就是一束绽放在“十字架下的玫瑰花”。

注解【Notes】

①本文所引艾青诗歌、诗论均出自《艾青全集》(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以下只注出所引随文

篇名，不再一一说明。

②艾青1982年7月26日上午在北京北纬饭店与周红兴的谈话，引自周红兴：《艾青的跋涉》(北京：文化艺

术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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